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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澳洲新社會政策：全球脈絡與再出發點 

葉肅科 

壹、前言 

過去三十年來，在後工業先進

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政策中，有逐

漸 轉 向 採 行 「 新 右 派 」 （ new 

right）意識形態的趨勢。儘管福利

國家的概念係源於資本主義結構沒

有能力滿足低社會階級者之需求的

事實，但現在，此概念已明顯的再

概念化成包含有關福利領受者對國

家責任的論述。換言之，它關注的

是福利領受者的社會責任要能證明

他們是值得幫助或應得的福利受益

者（ Eardley, 1997: 4; Moss, 2000: 

1）。自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經

濟論題一直支配澳洲與西方福利國

家的政治議程。為了取得全球經濟

競爭力，社會福利支出乃被建構成

多少與穩定經濟管理不一致的情

況。過去，西方福利國家被說成

「危機」（crisis）。現在，澳洲則

進入一個新社會政策時期。儘管經

濟全球化的快速流動，但國家社會

政策適應卻採取各種不同形式。這

也提醒我們：社會政策依然是重要

論題。 

無論在澳洲或其他多數西方福

利國家，我們也見到社會支出的日

益增加，而非逐漸減少。目前，社

會支出開始被建構成較少經濟消費

的成本，而較被當作一種經濟與社

會投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澳

洲新社會政策的發展趨勢，關注焦

點則擺在 3 個論述重點上：全球脈

絡或福利全球化對澳洲福利國家與

新社會政策的影響、澳洲福利國家

的轉變：新家長式作風與相互責任

之出現，以及澳洲新社會政策的再

出發點：社會與經濟政策整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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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排除與社會融合、社會資本與能

力培養，以及風險社會與社會政

策。因此，在我們探討澳洲福利國

家的轉變與提出澳洲新社會政策的

再出發點之前，先審視澳洲社會政

策的新全球脈絡。 

貳、全球脈絡：福利全球化 

1990 年代初期，澳洲社會政策脈

絡因受到經濟理性主義與「澳洲之

路」（Australian Way）的傳統建國價

值之衝突而黯然失色。其實，這種衝

突是被詮釋出來的。經濟理性主義讓

位給「全球化」（globalization），轉

而變成較少政府介入經濟與社會的理

論基礎。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常

說的一句口號是：「沒有另類選

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為較

少社會福利主張增添不少政治修辭

的色彩。許多人認為：稅收減免、

福利刪減、薪資縮減與充分就業終

結均是經濟生存所必須（ Held & 

McGrew, 2000）。現在，雖然這看

起來似乎是較迷思而非事實，但無

疑的，社會決策的全球脈絡已改

變，而且在當前與未來政策內涵的

思想裡都必須加以考慮（ Castles, 

2004）。 

這並不是說全球脈絡在 1990 年

代才變得重要，其實，它向來都是

重要的。較諸現在，澳洲聯邦體制

建立時的全球經濟體制似乎是較

「開放的」。當前澳洲的全球社會

政策轉變之關鍵在於 1970 年代的國

際經濟管制規則的崩解，而它們又

是二次大戰後建立的規則。戰後，

世界經濟體制是透過戰爭結束後的

各種協定與機構設立來管理。譬如

說，1947 年的關稅貿易協定。這些

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

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均相當程度

的促進全球經濟體制之國家自主

性。然而，這是一種相對的自主

性，民族國家也不是獨立於國際經

濟交換之外的獨裁政權或專制政

治。 

雖然自由貿易被當作長期目

標，但它也讓人瞭解到：對於受戰

爭蹂躪的歐洲國家而言，這具有相

當實質的意義。尤其是戰後重建時

期，它們可利用關稅保護其經濟，

直到它們能穩健進行自由貿易；這

也適用於開發中國家的後殖民亞、

非經濟體制。同樣的，各國政府也

可管理其貨幣與投資流動。1950〜

1960 年代，國際經濟秩序在相當程

度上是靠美國經濟體制的力量來維

持。到了 1980 年代，美國貨幣已相

當走弱，這種戰後國際秩序已讓位

給多國取向的全球去管制化，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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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全球化」（ globalisation ）

（Bell, 1997）。雖然國際貨幣基金

會、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圍繞

自由市場理念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而進行自

我改革，積極促進自由貿易、小政

府與經濟去管制化，但隨著經濟體

制的日益跨國界，各國政府也發

現：愈來愈難管理國家經濟體制。 

面對此種時代背景與國際潮

流，澳洲政府也於 1983 年開始將財

政體系去管制化，逐漸去除關稅保

護、勞動市場朝向去管制化。這可

能較少是因國內政治環境引發的論

題，更多是由於世界民族國家日益

空洞化的徵候（Jessop, 2003）。根

據學者的說法，在這種無國家經濟疆

界的世界裡（Ohmae, 1991），公民

愈來愈不會將自己視為「相同（國

家）經濟船隻」〔same（national）

economic boat〕上的占有者，而可明

顯的擴展與控制經濟所有權（Reich, 

1992）。這些觀點的基礎主要源於先

進經濟體制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知

識經濟的興起。當公民間的經濟結合

被解除，其社會與政治連帶還剩下什

麼？在此情況下，國家為了給予個人

至少在「全球競賽跑道」（ global 

race track）上的選擇機會，教育與訓

練投資乃成為少數有意義的社會政

策角色之一（Latham, 1998; Wiseman, 

1998）。 

然而，有些學者卻指出：其

實，是愈來愈少全球化，而愈來愈

趨 國 際 化 （ Hirst and Thompson, 

1999）。他們強調：較諸 1870 年至

1914 年，1990 年代的國際經濟是更

不開放的；真正跨國公司極少，大

多仍然是國家取向的企業、外國直

接投資依舊集中於工業化國家，一

般投資也還是集中在歐盟、日本與

北美三個區塊。他們認為：理論

上，儘管國際化可能變成全球化，

但事實上，並無證據顯示這些體制

的歷史是必然的。顯然的，全球化

並未導致福利國家滅亡。當論及社

會支出層次時，我們會發現：不同

國家有不同的重大重建方式，但它

們也反映出其社會政策發展的歷史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無疑的，澳洲具有全球千變萬化的

景緻，而無底部聚合的現象，但卻

持續出現社會政策多樣性的趨勢

（Weiss, 2003）。 

面對這種社會政策的多樣性，

我們不應驟然推論：全球化無關緊

要。其實，社會政策的全球制度脈

絡總是形成影響。再者，使國家必

須適應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因素是

國際政治制度，這些包括：經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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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與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 

UN）。在民族國家選擇回應全球化

的情況下，社會政策於發展中常扮

演重要的角色。由於這些國際組織

的思潮與角色具有如此的變動性，

因此，若要掌握它們對民族國家內

部決策的影響，就應更加關注它們

（Deacon et al., 1997）。 

參、澳洲福利國家：新家長式作

風與相互責任之出現 

在福利辯論中，新自由主義與

保守主義論述出現的背後解釋是源

於 1970 年代晚期的福利國家危機。

在澳洲，這種轉變也引發福利依賴

的辯論。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在理

念上，雖然福利概念的用意在預防

貧窮，但事實上，卻阻礙工作發展

（Fenna, 1998: 293）。誠如澳洲學

者所指出： 

對於新自由主義者而言，福利

國家是自由的一種威脅，是無效能

與無效率的，也是政治、經濟與社

會的損害。它扭曲家庭責任、造成

家庭不安定，也製造福利依賴。

（Williams, 2000: 249） 

回過頭來，新自由主義者的目

標是在對抗此一趨勢。他們聲稱：

對於所有願意努力工作與遵守規則

者：值得幫助的窮人，都應該有生

活機遇與成功機會。因此，新自由

主義者極力倡議國家福利應朝向更

大程度的市場化、民營化、私有化

與社會福利服務的緊縮。近年來，

雖然澳洲福利國家因面臨新自由主

義的批判而變遷，但其支持市場投

資勝過社會福利支出的基本教義仍

然在政治上位居要角。同時，它也

助長澳洲社會政策朝向新家長式作

風與相互責任之契約式「工作福

利」（workwelfare）意識形態的發

展（ Green, 2002: 15-32; Saunders, 

2000）。 

一、澳洲福利國家 

澳洲常被描繪成「薪資者福利國

家」（wage earners' welfare state），

該詞意在描繪澳洲政府如何透過福

利供給以提供公民有給勞動參與的

回報（Thomson, 2000: 19）。澳洲

福利國家發展的另一個重要面向

是：受其獨特殖民歷史的影響。在

澳洲移民社會迅速發展的特殊歷史

情境下，由於缺乏歐洲先前存在的

社會與經濟基礎建設，因此，國家

被要求扮演較積極介入者的角色，

成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者與直接管理

者。澳洲聯邦體制創建後不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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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國家的某些重要基礎也為之奠立。

當時，收獲判決（the Harvester Judg-

ment, 1907）和病弱者與老人年金法

案（the Invalid and Old-Age Pension 

Act, 1908 ）已確立（ Fenna, 1988: 

285）。在遭遇廣泛經濟不景氣、普

遍失業與少到幾乎無政府介入的一次

與二次大戰間之後，澳洲社會福利政

策於柯亭與屈胡里政府（ the Curtin 

and Chifley governments）主政下的

1941〜1945 年間，確實出現明顯的擴

展。其中採行的計劃方案包括失業與

生病給付、產婦津貼，以及健康給付

方案。此一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特色

是：1945 年的《澳洲充分就業白皮

書》（Full Employment in Australia 

White Paper）。它反映出「薪資者福

利國家」充分就業的基本主張，也象

徵著對凱因斯政策的承諾。 

在柯亭政府社會擴展的轉變

中，雖然持續承諾往凱因斯福利國

家方向發展，但曼里斯總理及其繼

任者則將澳洲帶往減少福利支出與

朝向適應市場政策的趨勢發展。其

實，這些政策往往嘉惠中產階級家

庭，而非最需要會貧窮的社會成

員。無疑的，澳洲福利國家的最大

擴展期出現在 1972〜1975 年間的惠

特蘭政府（the government of Gough 

Whitlam）主政時期。儘管其廣泛社

會支出因出現在經濟生產減少時期

而遭批評，但惠特蘭時期確實為澳

洲公民福利提供相當的利益。這些

包括：老人年金與大學學費的家計

調查之廢除、醫療銀行的創辦、媽

媽給付的支持，以及兒童照護服務

經 費 的 增 加 （ Fenna, 1998: 289-

190）。 

1970 年代開始，澳洲福利國家再

度出現類似西方福利國家的「危機」

窘局。社會福利（醫療保健）支出開

始持續攀升，責任開始從政府轉向個

人。1975 年，在法拉瑟總理（Prime 

Minister Malcolm Fraster）主政下，醫

療保健經費被削減，惠特蘭政府的許

多計畫方案都遭到拆解（Stiwell, 2000: 

30）。其後，雖然霍克政府（ the 

Howard government）因再採行醫療保

健（Medicare）而賦與澳洲福利體系

非常需求取向的動力，但在此同時，

它也因提升私人醫療方案，而削減普

遍醫療涵蓋範圍的意涵。現在，私人

醫療方案則已成為霍華德政府（ the 

Howard government）的基石。霍克政

府也採行家計調查式的家庭津貼補

充（Family Allowance Supplement, 

FAS），作為較普遍的家庭收入補

充（Family Income Supplement）之

替代方案（Fenna, 1998: 293）。霍

克政府執行的其他計畫方案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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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資助單親工作準備的工作、就

業與訓練（Job, Employment and Train-

ing），以及需要親職維持支付的兒童

支持方案（Child Support Scheme）。

基本上，這兩個方案均與「薪資者福

利國家」的發展方向一致。或許，最

意味深長的要算是季亭政府（ the 

Keating government）於 1994 年所採

行的《工作國家：就業與成長白皮

書》。該書強調：透過經濟成長作為

形成新且相配工作的最佳方式，以凸

顯澳洲長期失業的憂慮（ Eardley, 

1997: 8; Stilwell, 2000: 31; Thomson, 
2000: 86）。雖然白皮書已認知到重要

勞動市場的轉變與工作貧窮者增加的

結構性因素，但似乎仍然脫離不了

責備失業者命運的說詞。 

在當前霍華德政府主政下，

「薪資者福利國家」似乎持續受到

新自由主義與家長式作風的威脅。

充分就業政策已被廢除、勞動市場

的成長日益不安全、民營化趨勢擴

展至整個州政府與聯邦政府，澳洲

福利國家也經歷相當程度的縮減

（ Eardley, 1997: 1; Stilwell, 2000: 

36）。此外，全球化漸增的壓力也

造成經濟理性主義在福利經濟上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為了對抗失業問

題，並從工作國家制定的再進入勞

動市場方案的小進步中撤離，經濟

成長乃被當作最佳方法。1997 年，

霍華德政府通過「以工代賑法案」

（ the Work-for-the-Dole），試圖強

化新家長式作風的主要原則：相互

責任的概念（Stilwell, 2000: 31; Wil-

liams, 2000: 251）。「以工代賑法

案」要求：年輕失業者必須證明自

己值得幫助。就此意義而言，它擴

大了古典自由主義模型；不僅提供

窮人，也期望中產階級能自我供

給。現在，它同時期望這兩個團體

均能利用勞動市場。 

然而，批評者認為：它並未提

供訓練，主要缺點之一是難以提供

合法就業管道。因為「以工代賑」

要 求 ： 所 有 接 受 再 出 發 津 貼

（Newstart Allowance）的早年中輟

學生與失業年輕人都必須在 6 個月

期間每週工作 12〜15 小時（ACOSS, 

1999: 2）。最初，儘管「以工代

賑」規劃只包括年輕人，但後來，

政府意圖明顯在與其他失業者建立

類似的契約關係。在澳洲，雖然

「以工代賑」只影響相當有限的一

群人，但它對於失業原因的解釋也

做出某些影響深遠的假設。因為

「以工代賑」方案等於把責任強加

於年輕人身上，並預先假定：是個

人特質而非一般勞動市場不均衡造

成持續的失業問題（Stilwell, 2000: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17 期  14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24）。 

二、社會福利新方向 

國外社會福利學者將新家長式

作風界定為：對貧窮者的密切監督

（Mead, 1997: 1），並介於福利國

家與新自由主義間的中間位置。它

除了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正統說法

外，也希望再次透過訓誡與介入貧窮

者和偏差者之生活的混合方式修補社

會（MacGregor, 1999: 93）。作為

「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e）

的一種相對概念，新家長式作風倡議

行為模式之控制，而非單純的幫助貧

窮者（Yateman, 2000: 160）。新家長

式 作 風 者 支 持 「 工 作 福 利 」

（workfare）計畫方案、監督服務供

給者，也更加強調方案管理與效

率，以及社會價值的落實。 

相互責任（mutual obligation）

可視為新家長式作風的修辭副產

品，因為有責任或義務對社會做出

積極貢獻的說法，正表明反對所謂

被 動 福 利 依 賴 （ Yateman, 2000: 

156）。援引福利改革考察團期末報

告書（the Final Report of the Refer-

ence Group on Welfare Reform, the 
McClure report）的說法，霍華德政

府把相互責任界定成一種有彈性與

支持性社會的建構，其所憑藉的是

個人、家庭、社區、企業與政府間

的支持關係網絡。相互責任的基礎

有賴社會責任的概念來支撐，而政

府、企業、社區與個人均有其職責

或角色。政府職責在持續投注重要

資源，以支持公民的社會與經濟參

與。企業雇主與社區責任在於：提

供機會與支持。社會福利領受者的責

任則在於：掌握政府、企業與社區所

提供的機會。這不僅符合社會期望或

社區價值，也可發揮其能力或施展其

潛能（葉肅科，2006：118〜119）。

相互責任的支持者認為：它是一種

「積極公民權」（active citizenship）

的條件，失業者並不完全具有政府

救助的資格權（Moss, 2000: 1）。然

而，批評者則指出：從社會正義與

公民權角度來看，由於新右派意識

形態的混合形式是將新自由主義市

場依賴與相互責任之新家長式作風

混合，因此，它們不僅是不義的，

也是不切實際的（Green, 2002: 23-

24）。 

三、福利國家新批判 

雖然澳洲的特殊情境的確吸引

左派針對某些特殊論題提出批評，

但抱持社會正義與公民權取向的批

評者則普遍認為相互責任的 4 個主

要缺點是（Green, 2002: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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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責任歸罪的錯誤  

失業與低薪資就業的增加並非

個人未能履行個人責任的錯誤，它

們大多是就業模式全球化，以及其

他結構轉變的結果。面對當前全球

勞動市場的變化，「以工代賑」的

批評者大多反對將相互責任概念當

作一種有效的行政命令。其實，某

些學者即認為：全球化不僅是市場

變化的問題，也是下一波新自由主

義的到來，其根源固著於西方資本

主義裡（Mishra, 1999: 7, Williams, 

2000: 250）。 

㆟權濫用帶來污㈴化  

強制的福利方案可能被建構成

人權的濫用，這可能對於福利領受

者或方案參與者造成污名化效應。

批評者強調：在傳統上，強制社區

服務的政策只屬於刑法體系的範

疇。因此，若將它們擴展到社會中

的年輕失業成員，則不僅意味著：

公民沒有能力自我決定，而且也根

本違反其人權（ACOSS, 1999: 7）。 

「以工㈹賑」的悲慘境遇  

在澳洲的計劃方案中，往往因

為缺乏職業創造、技術訓練與適應

就業給付而出現悲慘情境。第 3 個

針對新家長式作風與相互責任立法

而提出的主要批判是：這些指導策

略因缺乏職業創造、技術訓練與適

應就業給付而造成長期失業計畫方

案的最終失敗。由於未能相對提供

兒童照護、醫療保健、交通與教育

等基本配套措施，因此，政府不僅

無法支撐相互責任的目標，也幾乎

可確定的：先前福利領受者並未比

他們先前過得更好（ACOSS, 1999: 

7）。 

服務緊縮帶來責信喪失  

批評者對於「以工代賑」方案

的批判，也凸顯出澳洲福利國家的

責信問題。當來自聯邦與州政府、

公共與私人供給者的相互責任方案

與其他福利服務出現緊縮時，相對

的也帶來責信喪失的可能性。「以

工代賑」的批評者指出：在澳洲歷

史傳統上，福利服務是公部門的職

責與角色，但現在，則被契約化成

私人供給者的工作。 

肆、新社會政策再出發點 

從國際觀點來看，社會政策已

進入一種較諸過去二十年來更樂觀

或復甦的階段。然而，在澳洲，這

可能是較不明顯的事；因為澳洲的

公共辯論顯示：在新自由主義者對

「福利習性」（welfare habit）的攻

擊（Saunders, 2005）與「舊左派」

（old left）對早期再分配取得的辯

護間形成一種意識形態相持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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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早期批評者已指出：雖然第

三條路（Third Way）的社會政策修

辭是新說辭，但其實卻難以和經濟

理性主義做區分（Hamilton, 2003; 

Jayasuria, 2000）。 1980〜 1990 年

代，在自由市場與經濟成長之名

下，舊社會政策架構已遭到相當程

度的拆解。尤其隨著澳洲與美國的

更加整合，這種路徑的發展將是可

能的。現在，澳洲已從「使能國

家」（enabling state）轉向「使安全

國家」（ensuring state），也從「自

由」（ free ）市場轉向「深入」

（embedded）市場，重新強調公領

域的重要性（Giddens, 2003）。在

此，我們提出 4 種社會政策思想的

概念或要素，可作為澳洲新社會政

策議程的起點（Smyth, 2006: 133-

141）： 

一、社會與經濟政策整合 

對於澳洲新社會政策而言，如

何將社會與經濟政策間的連結加以

概念化是相當重要的事。社會政策

在經濟體制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常

因時而不同：聯邦創建時，它扮演

的是社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二次大戰後，它扮演的是凱

因斯式經濟國家（Keynesian economic 

state）；自 1980 年代晚期起，亦即所

謂經濟理性主義者的「反國家」

（anti-state），對於透過經濟政策以

追求社會目標，可說很少留下寬闊的

空間。現在，社會政策與經濟思想間

存有新整合的徵候，這留下 1990 年

代的基進新自由主義，而非歸返

1950〜1960 年代所實行的凱因斯主

義（Jessop, 2003）。 

重新思考社會政策與經濟體制

關係的另類方式是：從社會投資國

家的角度來審視。這種取向早在英

國 社 會 正 義 委 員 會 （ the British 

Commission on Social Justice, 1994）

的報告書中即被提出，並且強調應

從「投資者的」（investors）英國變

成「去管制者」（deregulators）與

「平等主義者」（ levellers）的英

國。這裡所強調的是：如何在社會

正義之下取得經濟機會？透過投資

與機會再分配，而非只是收入而

已，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全的達成是

可以彼此關聯的。這種取向受到

「第三條路」的繼承者之支持，而

新漸進主義也由英國社會學者季登

斯（Giddens, 2003）及其同事加以

解說；在美國，有關社會投資國家

的討論，則有 Midgley（ 1999）與

Sherraden （ 2003 ）所寫 的類似著

作。 

事實上，「社會投資」（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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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取向並未形成某種單一

名稱或它可附屬的經濟理論學派。

在論及「深入市場」（ embedded 

market）時，季登斯援引經濟社會學

者 Granvetter 的著作指出：市場是

以深入文化、法律與信任機制的方

式存在。就政策角度來看，社會投

資取向強調社會與人力資本於成長

過程中的角色，但並非沒有爭議。

其實，政府行動可透過教育、研究

與科技發展促進以發展人力與社會

資本。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tiglitz（2002）所說，從來沒有一

種成功的國家經濟發展，不需要國

家扮演重要角色。 

此種理論架構的優點是：它再

給予人們許多權利或資格以獲取穩

定經濟的社會權與社會理由。在經

濟與社會政策間的調和上，幼年時

期與終身學習的投資可說是這種新

調和的例證。儘管有些批評者批判

「社會投資國家」取向較關注機會

平等而非結果平等，但無疑的，它

確實超越「第三條路」，試圖將社

會民主的社會政策與新自由主義的

社會政策結合。有關社會與經濟能

力的培養，新成長理論相對的忽視

了正面的政府行動。更中肯與公平

的說法是：它太關注社會支出（工

作者公民）的經濟正當性，而忽略

其他相當重要的社會層面，例如照

護與老年論題（Lister, 2004）。 

二、社會排除與社會融合 

到了 1990 年代，社會福利已變

成並非投資問題，而是消費論題。

福利是有關收入水準的維持，並足

以支持社會認定的最低限生活水

準。有關領取年金與給付之人數的

重要辯論是：他們真的都是貧窮

嗎？新自由主義者指責：官方貧窮

線定得太高；而福利國家辯護者共

同防衛的是：具有過得去的生活之

最低限權利。對於雙方而言，社會

福利支出是從消費維持而非生產投

資的角度來思考。近年來，這些辯

論正逐漸轉變成我們現在所瞭解

的：如何透過社會融合促進與居民

能力培養的角度再組織或再編制弱

勢團體。在此，社會支出概念作為

一種生產投資再加入整個架構。 

貧窮線批評者凸顯的主要論題

係源於：它其實是一種相對貧窮的

測量。1973 年，委員會評估：澳洲

有八分之一的人屬於貧窮。1998〜

1999 年的相同測量也發現：接近五

分之一的澳洲人屬於貧窮。雖然相

對貧窮的人數有實質的增加，但批

評者強調：現在由於經濟大餅變得

較大，因此目前位於底層的貧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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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比過去過得更為富有或更加

幸福。當時，即使物價上漲，但貧

窮線已上升三分之一；這意味著：

1990 年代末的貧窮者要比 20 世紀其

他時期的貧窮者過得更為富有或更

加幸福。有關貧窮測量的激烈爭論

其實也凸顯出事實：貧窮不可化約

成相對的概念，在我們測量弱勢或

不利境遇時，它需要一種道德共

識 ， 這 才 可 能 再 獲 得 政 治 收 益

（Bessant et al., 2005）。 

其實，這種特殊辯論戲碼早在

十年前的英國即已告一段落。在相

當程度上，這也顯示：澳洲社會政

策 已 進 入 一 種 時 間 扭 曲 的 狀 態

（Alock, 1997）。當我們審視現在

的英國、紐西蘭，以及整個歐盟的

情形時，則可發現：反貧窮的再生

力量正在形成，最終，它也必然為

澳洲社會政策所採行。較諸貧窮的

舊論述，弱勢或不利境遇的新語言

也證明更能徵集許多支持性的選民

團體。在此，我們關注的兩個重要

概念是：社會融合促進與居民能力

培養。誠如 Sen（2001）的「發展作

為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

之理念所示：在幫助打造發展政策的

後華盛頓共識上，它們具有相當的影

響力。 

三、社會資本與能力培養 

英國社會排除研究中心最著名

的社會排除定義是：當個人或地區

遭遇失業、貧窮技能、低收入、住

宅不良、高犯罪環境、不健康與家

庭崩解等相關聯問題時，即可能產

生一種速記的標誌。首先，這種取

向強調貧窮的多面向特性。其次，

該探究取向關注影響特定問題人口

群的特殊動態過去，並凸顯弱勢或

不利境遇的空間層面。最後，正如

該名詞「社會的」（social）意涵所

示：這個探究取向強調關係的重要

性，並在相當程度上，也與巴特南

（Robert Putnam）相關聯的「社會

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具有某

種類似性。無疑的，它暗含強勢網

絡與市民參與（ Jones and Smyth, 

1999）。 

在英國，社會排除取向所提出

的貧窮與弱勢或不利境遇之論題其

實已棄置政治議程。學者分析這些

與社會排除相關的論述包括： 再

分配論述（the Redistributionist Dis-

course, RED）：一種為終結貧窮而

提出相當傳統之再分配的強調；

道德墊底階級論述（ the Moral Un-

derclass Discourse, MUD）：對貧窮

者先入為主的存有道德與行為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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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社會整合論述（ the Social 

Integrationist Discourse, SID）：具有

一種強調工作福利的特徵。在這方

面，社會融合的語彙並非唯一的。其

實，論及貧窮就不可能避開倫理層面

（Bessant et al., 2005）。較諸英國，

澳洲對社會排除論題的關注與探討

是較緩慢的。 

諾 貝 爾 經 濟 學 獎 得 主 Sen

（2001）主張：貧窮需要更複雜的

測量，貧窮與缺乏收入較不具關

係，卻與人們缺乏能力以變成其想

要達成的目標更有關聯。在他看

來，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或發揮其機

能 ， 人 們 需 要 某 些 「 能 力 」

（capabilities），因為它們是許多參

與機會與資格權利授與的基礎。顯

然的，這種強調政府需要積極投資

於居民能力培養的想法，也使 Sen

非常接近社會自由主義的傳統（Hall 

& Midgley, 2004）。針對 Sen 著作中

的論題，Nussbaum（2000）又更精

確的加以釐清：發展前提需要人類能

力的興盛或繁榮（flourishing）。 

然而，Sen 與社會融合學者所提

發展方向間的差異也將貧窮問題凸

顯出來。由於其歐洲的起源，社會

融合學者更強調社會關係的價值，

而 Sen 則更強調個人能力的重要。

他們的相似點也在強調：需要更複

雜的弱勢或不利境遇，而非僅是收

入的指標。兩者的探究取向都可能

包括：健康、住宅、教育、就業、

收入與資產、社會／市民參與、休

閒娛樂、個人安全與交通等指標。

隨著收入貧窮線論戰的終結，有關

社會融合或人力繁榮的實際障礙，

以及它們應該如何克服的問題，也

可能變成新的論辯議題。澳洲與西

方福利國家社會支出的成長也讓我

們瞭解到：愈來愈少被動的消費，

而愈來愈多穩健的經濟與社會投

資。這些研究的共同趨勢是：探討

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體制，

並指出：在 21 世紀裡，將會有更多

全球取向的貧窮研究。 

四、風險社會與社會政策 

基本上，國家社會政策歷史是

透過一系列歷史妥協方案凸顯的結

果。有些學者指出：當前澳洲正在

尋找一種新社會契約（ Howe and 

Howe, 2005）。較諸 1970 年代福利

國家製造者所面臨的情形，澳洲工

作與家庭生活世界，以及人口統計

是非常不同的。就任何新社會契約

的內容而言，它還是處於早期年

代。但是，隨著貧窮指標的運作，

某些初期有發展性的理念也已形

成。其中，有些理念源於社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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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政策所提出的再約定，但更

普遍的是：它出自某些新社會契約

名詞應包含那些要素而逐漸浮現的

共識。 

社會學者貝克（Beck, 1992）與

季登斯（Giddens, 1999）即認為：

我們已進入一種新類型的社會：

「風險社會」（the Risk Society），

它需要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政策以

回應工業年代的創造或發明。貝

克 、 季 登 斯 與 包 曼 （ Baumann, 

2001）均將現今世界看作一種鑲嵌新

風險的後現代世界。由於這是一種具

有「工業化」（individualisation）新

階段之特徵的世界，因此，社會政策

需要新規劃原則；它需要從針對舊有

的、熟悉的社會風險加以保障的共同

標準之理念中退位，轉向投資個人的

概念。如上所述，他們的看法顯然也

對「社會投資國家」與居民「能力培

養」（capacity building）做出反響或

回應。再者，他們也暗示：社會學將

持續的與新社會政策發展關聯，也可

能日益的相契合。 

伍、結語：風險挑戰與策略變遷 

大多數學者都同意：在西方後

工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福利

國家危機主要源於重大的社會結構

與經濟轉變，這些包括：戰後經濟

景氣終結、婦女勞動參與增加、金

融市場去管制化、就業模式變遷，

以 及 全 球 化 趨 勢 （ Mishra, 1999: 

20）。然而，如果探究澳洲福利改

革的起源，則可發現：匡正此種危

機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關注福利領

受者本身的責任或個人的失敗。如

上所述，福利權利的倡議者與左派

學者所抨擊的正是新家長式作風與

相互責任政策所孕含的假設。雖然

新家長式作風已被描繪成凱因斯式

福利國家的理想與新自由主義政策

間的一種修辭的妥協方案，但這似

乎不是真實情況。 

新家長式作風與相互責任的支

持者所討論的貧窮問題是圍繞著個

人選擇，而非結構原因的辯論。就

此意義而言，新福利意識形態與其

說它們背離新自由主義的基調，毋

寧說它們是其新面貌或新圖層的展

現。雖然大多數福利權利倡議者與

學者都同意：造成某些工作阻礙的

舊體系需要加以修正，但遺憾的

是：新家長式作風與相互責任的反

對者也很少提出福利供給的替代模

型。除非主張福利供給社會正義模

型的倡議者所確保的公民權多少能

動搖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趨勢的轉

變，否則，在未來政策裡，「以工

代賑」背後的市場取向意識形態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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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還是會持續的再複製。 

社會政策通常是論戰的舞台，

而這種情形顯然違背新自由主義的

熱望。因為在澳洲，最低限政府管

制的世界依然是強勢的想法。其

實，澳洲社會政策可能持續的在底

層顛簸行進，除了想讓民眾取得工

作福利之外，似乎少有其他目標。

另一方面，隨著國際趨勢的日益發

展，似乎也愈來愈強調社會投資與

能力培養。當新社會指標使新經濟

體制中的風險狀況更加明顯時，我

們似乎可想像到的：轉變的勞動市

場之架構將日益指引新社會政策架

構的思想。回過頭來，它也將使公

民得以越過「風險社會」所需要的

工作與福利新混合的障礙或困境。 

（本文作者葉肅科現為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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